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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故实观的法律制度意义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故实观是用前人成例来警示、束缚君主和统治者的行为，使其不能随
心所欲地为自己任意立法，可见其具有正面的法律制度意义，能对限制君权起到一定作用。后世故

实观逐渐式微，在秦朝，故实观所隐含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先王所制定或尊崇的礼法权威，被皇帝的

意志所取代，君主取得了完全的“立法者”的身份，君主专制权力不再受限制。此后，故实观即使仍

有恢复和遗存，但只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点缀或者潜在而微弱的限制观念。中国先秦时期的故实观

虽与英国的遵循先例原则在理念、产生机制等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故实观在近代中国没有发展成

像英国那样的现代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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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化中
的很多观念都发端于此时。此间，有一种很重要的

观念，即遵循故实的观念（可简称为故实观），却久

被忽略。目前，关于故实观（包括先秦时期的故实

观）的研究，在学术界基本上无人涉及，只有少数文

章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间接而零星地提到了先秦时

期的故实问题，但这些文章也多是探讨所涉及具体

故实本身的思想内容，如《〈韩非子〉称引故实研

究》［１］对《韩非子》文中所引用故实的思想内容和文

学价值进行了专题研究。故实观作为一个史学命题

或者学术命题，至今无人研究其独立存在的学术意

义。本文拟由源至流，通过挖掘先秦故实观的文字

出处，并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探讨其法律制度意义。

　　一、先秦故实观及其对君权的限制

意义

　　所谓故实，即前代已为而今日可以效法的成例，
其理念在记载西周和春秋史事的古籍《国语》中多

有直接例证［２］（Ｐ１４７、２６８）：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

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对曰：“君作而顺则

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後

也，故不敢不告。夫妇贽不过枣、栗，以告虔也。男

则玉、帛、禽、鸟，以章物也。今妇执币，是男女无别

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公弗听。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臣闻

皋落氏将战，君其释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克对

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君行，太子

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

“非子之所知也。寡人闻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钧以

年，年同以爱，爱疑决之以卜、筮。子无谋吾父子之

间，吾以此观之。”公不说。

对上引两处“非故”之“故”，韦昭均解释为“故

事也”［２］（Ｐ１４７、２６８），即“以往之事”。据语境，其应准确

地释为“可效仿的成例、历史范例、惯例”，亦即“故

实”之意。更重要的是，“非故”和“作故”的用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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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故”在这种意义上的用法已经固定成为其词

义，这表明“故”的这种用法已经为时人所熟知、

常用。

《国语》中还有一例［２］（Ｐ１４４－１４７）：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处，所以

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

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

制采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

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

发而社，助时也。收捃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

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

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

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

观？”公不听，遂如齐。

上述这段文字与上举两段文字在历史情境和记

述内容上均相似，都意在劝阻君主应循成例而勿妄

为。值得注意的是，“庄公如齐观社”一段中还出现

了“非故业”三字，这一“业”字恰可用来解释上文

“非故”的特殊所指———“以往之业”。另外，本段文

字中的“非先王之训也”一句，尤其适合作为“故业”

的同义词来理解。二者虽在词义所指上存在细微差

别，但从“可效仿”及“前代”这两重意义上看，则是

相通的。最后，下文还有“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

嗣何观”一句，正可说明当前君主所为能否“作故”

的标准：若合“法”，则可为“故业”或者“故”；反之

则否。

《国语》中还有一例直接使用了 “故实”

一词［２］（Ｐ２３）：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

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

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

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

于夷宫。

“故实”是在“故”外加上了一字而成。［３］（Ｐ４６）关

于“故实”，韦昭注曰：“咨，谋也。故实，故事之是

者。”《国语集解》引段玉裁的解释说：“实，当作

‘萛’，‘萛’，是也。故韦云‘故事之是者’。”［２］（Ｐ２３）

所谓“故事之是者”，即“以往成例中之正确者”，既

然强调其正确，即暗含可效仿之意。况且这里的

“问于遗训”和“咨于故实”并举，更说明二者意义上

相通。

由上可见，在《国语》中，“故”或者“故实”作

“可效法的成例、惯例”之意，是一种比较重要而固

定的用法。

不仅《国语》为然，在其他古籍中，重视“故实”

的思想也是随处可见：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

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

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往拜其门。阳

货?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其亡也，

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

可知已矣。”［４］（Ｐ２７１４）

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

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５］（Ｐ３８０）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上述考察

充分说明了故实观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

的观念，甚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制

度，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在制度层面上的

意义。

先秦时期的故实观与法先王思想、礼法制度、天

道观等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体

系，因为它们都是在君主权力之上增加了一层限制

性因素：故实观是用前人成例来束缚当代君主和统

治者的行为，使其不能为自己任意立法；法先王思想

是用先王的权威来为当世君主的施政树立榜样，同

时也是给其戴上符合天道的紧箍咒；而礼法制度，虽

然也束缚被统治者，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束缚君

主的工具，使其不能肆意妄为；而天道观，则在君主

之上高悬了一把天道之剑，时刻警示他们，如果其所

作所为有违天道，或有违民心，则必然要被革除。总

之，故实观等先秦思想观念和相关制度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使其不敢或不至于独断专行、

为所欲为，这也正是先秦时期君权不如后世强大的

重要原因。

先秦时期的故实观的产生和繁盛，与中国原生

本土文化宗法色彩浓厚和理性早熟的特质密不可

分。中国的超越性宗教的缺乏，使得人们把行事的

根据寄于理性和经验的积累，而历史就是最好的理

性和经验之源。加之先秦时期中国所独有的史官制

度，使得“史”不仅仅是“史”，而且成为“官”。“动

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书，《春秋》、《尚书》

其存者。”史官不仅要保存史料，记录和整理历史，

而且还要为当世君主提供行事施政的参照，君主和

卿士大夫在行事施政之前，即前引之“赋事行刑，必

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因此这就使得先秦时期的

·０５·



第４期 王灿：论先秦故实观的法律制度意义

故实观显得相当重要：君主不能为所欲为，而是要有

所遵循，要受到故实的制约，而故实即是经过历史检

验为正确的、为后人所接受的、前人经验的理性化。

因此，故实观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它还是

法律制度的原始形态，体现的不仅是对制度和程序

的尊重，从其视故实为习惯法这一点来看，还是一种

立法原则。

　　二、后世故实观的式微及其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故实观并没有成为中国古

代成熟、固定并发挥巨大影响的法律制度，其在政治

观念上的重大影响也受到一定冲击，甚至一度几乎

被废弃，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

话，可以发现，故实观在秦代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

与秦代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封建王朝及其对后世的影

响正相符合。具体说来，就是秦朝实行了“以吏为

师、以法为教”的国策，导致包括故实观在内的各种

人文思想均被扼杀。

有学者指出，商鞅和韩非都曾经主张要“以吏

为师”［６］（Ｐ７１２－７１３），这是有文献依据的。而且，我们也

有理由认为，商鞅当政之后确曾在秦国把这种思想

付诸实施，因为，其后的秦国和秦朝的政治和文化大

势都可以证明，商鞅在很大程度上用他的学说改造

了秦国，而这种改变随着历史惯性的作用，加之李

斯、韩非等人的进一步鼓吹或强化，在秦朝时期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国策的实施，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有力证明，张金

光先生在其《秦制研究》里也有详尽论述。他指出，

秦政府设有专门训练吏员的“学室”，并且有相应的

教学内容、规范［６］（Ｐ７１２－７１３）；认为秦的这种政策造成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延至秦末，则酿成了焚书的惨

祸，把学习的路子、学术的圈子搞得极其狭

窄”［６］（Ｐ７１３）。其实，这不仅仅是学术的圈子搞得窄的

问题，而且也把整个社会都置于一个毫无人文关怀

的警察国家之下，是对中国悠久人文思想和社会制

度的破坏。具体说来，就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

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

“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而“焚书坑儒”又使“以

吏为师”的畸形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吏为师”

的实质在于加强思想控制，其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

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

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７］还有研究者揭示了秦

朝这种做法的两面性：秦朝虽然靠“以吏为师”取得

了对六国的胜利，但是，由于这种政策存在先天性的

弊端，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法家禁书

简之文，“先王之语“，似乎是想一刀斩断体制与诸

子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垄断法律解释权，禁止民众评议和解释法律，把法律

作为意识形态，使吏民唯法是从，以达到其一统专制

的目的。法家的这套措施在短期内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其把法律作为意识形态恰恰等于取消了意

识形态，因为法律属于“刚性”的上层建筑。法之所

以为“法”又所以能“律”，无不需要法哲学上的说

明，士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一则可阐释法的合理性，另

则可通过舆论的力量使法深入民心，从而树立法的

权威。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约束，不仅是不可

缺少的，而且相较于赤裸裸的强制性约束，它甚至可

以利用较少的政治资源达到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

的。“法教吏师”作为强硬的铁腕政治，它的暴力性

既迅速耗尽了掌权者的统治资源，又在民间引起了

以暴易暴的强烈反弹，最终导致秦的灭亡。［８］而这

种后果的产生，如果从法学角度去看，是因为其否定

“故实”“先王”“礼治”“天道”，而使得法律和国家

机器彻底沦为统治者的功利工具。秦始皇不可一

世，自称皇帝，实际上把自己等同于“神”，从而使得

自己成为立法者，“王在法下”的原则被其完全践踏

在脚下。“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进一步发展的

结果就是“焚书坑儒”，从而使得民本思想、人文观念

和人道意识荡然无存，整个国家变成了战争机器和功

利丛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法家否定了一切理想

法的价值，而步入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法文化观

和价值观。……因其实法家之法和刑，非但从现代法

治观去评价是不合法的，儒家以‘道’和‘先王之法’，

作为尺度也早已否定其合法性了，黄宗羲的‘非法之

法’论便是最好的鉴定书。……儒家将‘道’落实到

‘先王之法’上并没有完全埋葬‘道’的理想法价

值。”［９］由于没有任何“理想”和“天道”意识可言，

所以整个国家机器就变得毫无人性。陈胜、吴广因

雨逾期，从“天理”和“人情”的角度考虑，是属于不

可抗因素，既可以理解也可以变通，但是，秦朝的法

治传统不问“天理”、不讲“人情”，只按照现行的法

律条文去硬框，陈、吴等戍卒不能按时到达，就必然

要被处死，于是，“等死，死国可乎”的一声呐喊，就

燃起了秦朝灭亡的熊熊烈火，而看似强大、不可一世

的秦王朝，就在这种畸形而没有任何民主理想和人

文关怀的法治下十五年而亡。

当然，秦朝之无视“先王之法”、否定故实观，只

是发展到极端的情形。其实，更早之时，即有试图不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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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已有成例而由当世统治者立法的例子，其最著名

者当数孔子反对郑国铸刑鼎之事。对此，历来的观

点多批评孔子“守旧”而不明“法治”的道理。其实，

对孔子的用意不可作如此表面化的理解。有学者指

出，铸刑鼎实际上意味着这些诸侯国开始改变由世

袭的法律贵族所维系的判例法传统，而这一传统是

天子与贵族共和的支柱；取而代之的将是君主按照

自己意志创制法律的宪法制度，从而使得本应分立

的判断之权与统治之权合一，导致君主专制政体之

形成。［１０］这种从立法原则和君权制约的角度切入而

进行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孔子针对此事评论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

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

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

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

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４］（Ｐ２１２４－２１２５）可见，孔子是从

法度的角度立论，强调“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

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以达到“贵贱不愆”、共

守其职分的目的。换言之，孔子反对铸刑鼎而强调

要循已有成例的深层原因，其实就是要使全社会在

一个共同的规则体系下严守分际，这当然也包括君

主在内，其目的是要 “无人不在礼制规则之

下”［１０］（Ｐ２９），而铸刑鼎则是在事实上将立法权授予当

世之统治者，从而使得原有规则系统被破坏，这正是

孔子所疾呼的“礼崩乐坏”，其后果就是使得政治制

度愈发向君主专制演进。降至战国末期，荀子主张

“隆礼重法”，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强调的是“礼法”

对整个社会都有约束性，然而由于荀子主张“听政

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

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

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１２］（Ｐ１４９－１５０），可见其

权力的天平是倾向于君主一方的［１３］，这就为其弟子

李斯、韩非进而发展出绝对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埋

下伏笔。本来，先秦时期“法先王”思想影响很大，

它与故实观是相通的。但是随后荀子提出了“法后

王”之说。尽管荀子“法后王”之说的内涵到底如

何，一直颇有争议［１４］，不过，即使荀子口中的“后

王”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后王”（其实仍是指“先

王”）［１５］，但是，“后”毕竟比“先”在时间上后退了，

这种后退使得后世君主总自觉不自觉地以己为“后

王”，而“先王”的权威不再绝对，亦为完全以“当世

之王”之旨意为“金科玉律”奠定基础。之后，李斯

和韩非继续扬其波，其理论更进一步地为当世君主

的专制权力张目，于是君主专制的暴秦体制便水到

渠成。

幸而，汉朝统治者吸取了不可一世的秦朝暴兴

暴亡的教训，没有完全继承暴秦的政治制度，而是霸

道、王道杂之，缘饰以儒术［６］（Ｐ７１８）。尤其是汉武帝时

期，董仲舒提出所谓“更化”思想，其内涵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天、君王、臣民三维组成的政治架构；

二是以天论政，通过整合儒、法两家的思想资源，倡

导“任德不任刑”的施政原则；三是天人感应，表达

了以教权对君权加以限制、约束与监督的理论诉

求。［１６］这三点的实质都是试图重新树立“法在王

上”的原则，遏制君主自为“立法者”的欲望，以“天

道”信仰限制君权。也就是说，儒家的人文天道观、

德治观念，对建立在赤裸裸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法家

理念起到了缓和、调节的作用。在此后的两千年时

间里，在社会治理和思想文化上，基本上都呈现出这

种儒法交融的情形，只不过或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

而已。

顺便要说明的是，导致故实观、“法先王”思想

和“天道”信仰在秦代几乎被完全摒弃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超越性宗教，因而，一旦

“天道”信仰被破坏，对君主权力限制的最后一道藩

篱也被撤去，“正因为法不是神的启示，不是神的意

志的体现，因而法也就不具有神性，不具有最高权

威。由于法与神之间没有联系，便使君权同法律牢

牢地挂上了钩。法反倒成了君王的意志的体现，而

君王则享有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权”［１７］。

　　三、先秦故实观与英国司法制度和

政治制度的比较

　　不仅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能够看到“故
实”观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观的重要意义，而且，“故

实”这个词的含义及其用法，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想

到了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种制

度：遵循先例制度。法学界普遍认为，英国法是以判

例法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以遵循先例为适用法律的

基本原则［１８］。换句话说，遵循先例原则是英国法制

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而英国法哲学及法律体系又对

美国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一个重要事实就

是：英、美这两个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先后发挥极大影

响的国家，其法律制度都与遵循先例原则紧密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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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古代中国，仍然有类似于英国先例制度的成

例观，但是，其在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方面无法与英美相比，且其内容也大异其趣。［１９］

遵循先例制度和思想，之所以在英、美高度发达

并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

的。有学者指出：“英国早在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
就滋生了‘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和政治协商传统

的最初萌芽。诺曼征服后，在强大王权和贵族联合

势力大致平衡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封建法历史地充

当了推动法治传统成长的‘不自觉工具’。随后形

成的普通法以其特有的判例法形式、相对独立的法

庭组织、司法职业化以及富有理性的审判方法，进一

步巩固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古

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发展到了具有一定代议性质的政

治协商新阶段。到中世纪末，以普通法制度和议会

制度为支柱的宪政传统在英国确立起来。总而言

之，促成英国宪政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

与社会的适度紧张关系与相对均衡结构。”［２０］

不仅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如此，在整个政治制度

理念上，英国也有着极为浓厚的遵循先例的思想习

惯和文化传统，以致英国至今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

成文宪法（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对此，有学者分析

说：“（英国）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主要

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经验累积实现的。所以，至今

英国没有（也不需要）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国家政

治制度的运作主要依据以经验为基础但已法律化的

先例、习惯和常规。总之，实践经验是英国政治制度

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源。”［２１］这与中国先秦时期的

故实观极为相似。

同中国的故实观一样，英国这种遵循先例、尊重

传统的原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体现出其对

君权的限制功能。因为，“故实”“先例”和“传统”，

实际上都不是当世君主所创造和能决定或修改的，

它超越了君主的主宰范围，体现了“法在王上”的原

则，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理性，所以，君主就必须遵

循已有的“规范”，不能任意妄为或把自己置于“立

法者”的地位。可见，在英国历史上，正是法治传统

和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促成了英国君权不能形成

专制局面，而遵循先例制度在其中功不可没。君主

不专制，则社会积怨就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小，

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小。这或许是英国在世

界近代舞台上成功的奥秘之一。

正是由于与故实观相通的遵循先例原则和注重

渐进、尊重传统的整体文化氛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

稳健、渐进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稳步前进，

并且以较小的代价和较弱的社会震动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成果。从历史上看，英国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

巨大变革和动荡，没有血雨腥风，但是，数世纪以来，

无论是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其文化影响力的扩

散，英国都堪称成果骄人、影响深远，甚至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独步世界。这其中的奥秘，诚如有学者分

析指出的：“英国人的政治智慧是什么？我们用一

个词来概括，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含义就是，

始终坚持这个道。他一直要在这个道上走，他不愿

意偏离出去……为什么柏克提出保守主义？他看见

对岸法国一帮文人……说，你们这帮蠢蛋，要把法国

带到沟里去。他说，我们英国就要坚持自己的道，绝

不胡思乱想。所以你看，英国一路走来，虽然摇摇晃

晃，但始终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１０］（Ｐ３０５）这种分析和

比较是很有道理的。

相对而言，同处欧洲的法国却大不相同。前引

英国思想家柏克所指责的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如同
暴风骤雨，社会局势长期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民众

的牺牲也极为惨烈。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么大

的代价并没有使得法国的社会发展获得比英国渐进

变革更大的报偿。在１８～２０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法
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也无法与英国相比，这是耐人

寻味的。在法国，“革命与政治、动荡与稳定，仿佛

是政治史的孪生姐妹”［２２］，但是，历史事实则雄辩地

证明，虽然没有暴风骤雨式的一再“革命”，英国却

能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历史发展中最终获得更多的

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会形成遵循先例制

度（即“判例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历史档

案的编纂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英国判例制度

与年鉴制度的形成有很密切的关系，“年鉴制度在

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英国法律职业团体的形成，并进

而推动了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也正是依附于这些卷

帙浩繁的判例，判例法的传统和精神才能够慢慢生

长，包括遵循先例原则的确立、独特的案例教学之

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同时，普通法的法官们

正是通过长久地分析、研究这些判例并创设法律的

活动，才渐渐形成了今日之迥异于大陆法系国家的

独特司法技艺”［２３］。这与中国史官制度对“咨于故

实”意识的影响极为类似；而年鉴制度又与中国史

官制度及其关系具有极大的相似点，恰能说明人类

的历史理性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中国先秦时期的注重故实与英国的遵循先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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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理念、产生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而这二

者的自身命运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其中

的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并从中汲取经验和

教训。

总之，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考察中，还是从

中西文化的横向比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发端于先

秦时期的故实观带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意义，对君权

的限制起到了一定作用。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

法为教”国策，完全抛弃了包括故实观在内的人文

理性观念，直至后世，亦未能发展成为重要的法律制

度观念。从故实观的历史命运中，我们还可以明白

一点：“传统与自由不是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传统就是自由之母。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就是

自由的守护者。……哈耶克所定义的自由是‘人为

的强制被控制在比较低的程度’。……而传统就是

规则，就是一套规则体系。如果把它和权力制定的

规则进行对比，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传统的规则更为正义，也就是说，它更有利于人的

自由。”［１０］（Ｐ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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